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2, 12(12), 1751-1757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12226  

文章引用: 仝方艺, 郑强国.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J]. 现代管理, 2022, 12(12): 
1751-1757. DOI: 10.12677/mm.2022.1212226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研究

述评及展望 

仝方艺，郑强国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10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23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8日 

 
 

 
摘  要 

如何管理下属的消极情绪以及激发其主动变革行为，成为管理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概念的界定、结构

与测量、前因、影响结果四个方面对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和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

梳理。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

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并丰富其结果变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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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manag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subordinates and stimulate their taking charge behavior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anagers’ atten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lead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taking charge behavior from four aspects: 
conceptual definition,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The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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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management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lead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management,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of its outcome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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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VUCA 时代下，组织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因而对组织的弹性和权变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任磊，刘燕，2022) [1]，组织更加需要提高员工主动性和促使员工从事以变革为导向的相关行

为。如何激发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成为管理者关注的重点。据倍智《2021 年职场心理健康数据洞察报

告》显示，在职场中，有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人约占 40%。同样，研究表明在工作场所中，消极情

绪比积极情绪更频繁、持续时间更长(Dasborough, 2006) [2]。员工的消极情绪不仅会损害身心健康，还会

对其工作场所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如抑制创新行为、减少组织公民行为和参与反生产行为等(赵秀清，

2020；卫武等，2019) [3] [4]。可见，需要对员工的消极情绪进行管理。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是一种可观

察的领导行为，旨在管理下属消极情绪(Little et al., 2016) [5]，它能够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

等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将从概念内涵、测量、前因和影响结果等方面围绕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主动变

革行为等相关主题进行回顾与梳理。基于文献的归纳梳理，总结已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和梳理，以期为后续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主动变革行为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

借鉴。 

2.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相关研究 

2.1.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界定 

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可追溯到 Gross (1998)关于自我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6]。而在 Gross (1998)研究基

础上，Williams (2007)从情绪调节的个体内部视角转为人际互动视角，并指出个体会使用与自我情绪调节

相同的策略来管理他人的情绪[7]。基于前人研究，Little 等(2016)从消极情绪的视角出发并将人际情绪管

理扩展到领导情境，他们认为人际情绪管理是(Lead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Management, LIEM)一种旨在

管理下属消极情绪的可观察领导行为[5]。Little 等(2016)沿用了 Williams (2007)提出的四种人际情绪管理

策略，即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其中，情境修正是指通过移除部分或全部的情绪

激发元素来修正或改变情境；认知改变是指重新评估或重新解释情境，以更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注意

分配是指转移注意力以暂时缓解消极情绪的影响；反应调整是指通过直接影响生理、体验或行为反应来

抑制情绪反应(Little et al., 2016) [5]。 
还有学者从其他不同视角对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进行界定，包括整体视角和情绪调节动机视角。首

先，从整体的视角对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进行界定，强调员工情绪的整体提升。如 Kaplan 等(2014)认为，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是指通过帮助员工调节情绪体验，以此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并将领导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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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绪管理行为分为八种，包括表现对员工的关心和支持等[8]。其次，有学者从情绪调节的动机视角进

行界定，这部分学者主要依据情绪调节的动机是改善还是恶化情绪划分出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

Niven 等(2019)认为，人际情绪调节策略分为：情绪改善策略(Affect-improving Strategies)，例如领导愿意

花时间帮助下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以及情绪恶化策略(Affect-worsening Strategies)，例如领导

似乎故意通过批评下属并将下属的表现与他人进行比较来恶化下属的情绪[9]。 

2.2.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结构与测量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界定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时，其结构与测量也有所不同。首先，基于消极情绪视

角，Little 等(2012)基于 Williams(2007)的研究开发了 4 维度测量量表，各维度包含 5 个题项，共计 20 题

项[10]。在其后续研究中，Little 等(2016)对上述量表进行了修改，将评估方式由原来的领导者自评改为

下属评估，并且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其次，Schraub 等(2014)基于整体视角[11]，改编

Jordan 和 Lawrence (2009) [12]的 WEIP-S 量表后，形成信度为 0.9 的 8 题项量表。最后，Niven 等(2011)
基于情绪调节的动机视角，开发了四维度的 EROS 量表，包括内在情绪改善、内在情绪恶化、外在情绪

改善和外在情绪恶化[13]。该量表信度系数为 0.74~0.82，共计 24 项，每个维度包含 6 题项。领导者人际

情绪管理的测量量表见表 1。 
 
Table 1. Lead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management measurement scale 
表 1.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测量量表 

视角 维度 题项数 研究者 

整体视角 二维度 8 项 Schraub 等(2014) 

消极情绪视角 
四维度 20 项 Little 等(2012) 

四维度 20 项 Little 等(2016) 

情绪调节动机视角 四维度 24 项 Niven 等(2011)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2.3.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影响结果 

通过梳理文献，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影响结果主要包括员工态度、角色外行为以及绩效三个方面。 
领导通过实施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引起员工对领导态度的改变，如信任领导。Little 等(2012)研究结论

表明：当领导采取情境修正和认知改变策略时，能够增加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注意分配策略对下属信任

领导没有产生影响；而反应调整策略则降低了下属对领导的信任[8]。与之不同，邹艳春等(2020)虽沿用

了 Little 等(2012)四种情绪管理策略，但研究发现情境修正、认知改变策略能够增加下属对领导的信任，

而注意分配、反应调整策略则对信任领导没有显著影响[14]。这与 Little 等(2012)得出反应调整策略能够

降低下属对领导信任的结论有所不同，究竟反应调整策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下属对领导的信任还需要更

多证据的支持。另外，Adams 和 Webster (2021)将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视为整体构念，指出领导者人际情

绪管理能够增进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并且这种积极关系受到性别的影响，即人际情绪管理对女性领导者

更有利[15]。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能够对员工角色外行为产生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建言

行为的影响。首先，Little 等(2016)将领导–成员交换作为中介，研究发现情境修正和认知改变两种策略

能够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注意分配则不存在这一间接影响，相反，

反应调整能够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负向的间接影响[5]。其次，王晓辰等(2020)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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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表明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能够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16]。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还会对员工绩效产生影响。Kaplan 等(2014)通过搭建一个理论框架，揭示了多

种知识和技能(例如自我洞察和情绪支持技能)能够预测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行为，而这些情绪管理行为又

会导致多种近端和最终的结果，包括任务绩效、适应性绩效等[9]。进一步地，Adams 和 Webster (2021)
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和任务导向型领导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

女性领导者的人际情绪管理行为能够获得下属更多的信任以及增进适应性绩效[15]。 

3.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相关研究 

3.1.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界定 

主动变革行为(Taking Charge)这一概念最早由 Morrison 和 Phelps (1999)提出，他们认为主动变革行为

是员工通过自愿和建设性的努力来实现组织功能的变革，其本质是一种变革导向的角色外行为[17]。 
后续研究均采用了 Morrison 和 Phelps 提出的界定，但学者们在引用概念时，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进行

了操作化界定。大致可以将这些操作化的定义分为三类：首先，与 Morrison 和 Phelps 的观点一致，Chiaburu
和 Baker (2006)认为主动变革行为是一种挑战现状的角色外行为，并且与组织公民行为有所不同[18]。其

次，有学者将主动变革行为看作一种挑战性的组织公民行为。如 Kim 等(2015)认为主动变革行为是一种

挑战性组织公民行为，其旨在改变组织政策和流程[19]。最后，还有学者将主动变革行为视为挑战性的主

动性行为，如邓传军和刘智强(2021) [20]。虽然不同学者对主动变革行为的界定有所差异，但并未改变其

内涵，只是对主动变革行为的特征有所侧重。如将主动变革行为视为挑战现状的角色外行为时，更侧重

于变革性和促进性；将其视为挑战性的组织公民行为时，更注重挑战性和利组织性；而将其视为主动性

行为时，更加侧重于挑战性、风险性和主动性。 

3.2.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结构与测量 

Morrison 和 Phelps (1999)最早开发了主动变革行为的测量量表，包括“该员工经常尝试制定对组织

更有效的新工作方法”等 10 个题项，并且具有良好的信度。随后，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后续的研究中。

部分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重点，以 Morrison 和 Phelps (1999)的量表为基础，从中选取若干题项进行形成

不同的量表。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测量量表见表 2。 
 
Table 2. Taking charge measurement scale 
表 2.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测量量表 

题项数 例题 信度 研究者 

10 项 该员工经常尝试制定对组织更有效的新工作方法 0.95 Morrison 和 Phelps (1999) 

9 项 该员工经常试图为团队或部门带来程序的改进 0.96 Zheng 等(2017) [21] 

6 项 该员工经常试图为团队或部门带来程序的改进 0.91 Rui 等(2015) [22] 

5 项 该员工尝试纠正错误的程序或做法 0.86 Grant 等(2011) [23] 

4 项 该员工尝试为单位或部门改进工作程序 \ Parker 和 Collins (2010) [24] 

3 项 该员工经常试着为工作场所改进工作程序 0.88 Xu 等(2018) [25]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3.3.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前因研究 

当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前因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分为个体因素、领导因素和情感因素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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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因素是主动变革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主要涉及个体认知以及人格特质。首先，在个体认

知方面，早期研究中 Morrison 和 Phelps (1999)认为高自我效能感或者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员工更有可能采

取主动变革行为[17]。其次，在人格特质方面，Wei 和 Zhang (2022) [26]发现适应性完美主义的员工可以

表现出更多的主动变革行为。总之，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认知、人格特质对主动变革行为的正向影

响。 
此外，领导因素会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产生影响，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了多种领导方式。如 Zhang 和

Liu (2019)研究结果表明领导者谦逊会导致基于组织自尊(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的增加，而这又

会促进主动变革行为[27]。此外，研究还证实了领导风格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积极影响，如伦理型领导、

自我牺牲型领导等(颜爱民等，2020；杨光，周眙，2021) [28] [29]。 
最后，情感因素也与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相关。如 Fritz 和 Sonnentag (2009)聚焦于主动行为的一个

方面(即主动变革行为)，探究了日水平上主动性行为的前因。他们发现员工当日的积极情绪有助于激发下

一工作日的主动变革行为，即使在控制当日消极情绪后，积极情绪仍能发挥作用[30]。 

3.4.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结果 

基于梳理文献发现，主动变革行为的作用效果主要包括工作投入以及工作绩效两个方面。 
一方面，主动变革行为是一种工作角色之外的行为，表明员工自愿为任务付出额外的努力，并愿意

将自己的身体、情绪和认知能量等投入工作，因此，主动变革行为可能有助于增加工作投入。进一步地，

Müceldilia 和 Erdil (2016)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探究工作场所娱乐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时，

结果表明主动变革行为能够改善员工的工作投入[31]。 
另一方面，实施主动变革行为的组织成员倾向于改进工作流程并优化组织政策，他们有动力为组织

预期功能变革的成功做出贡献，这又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因此，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可能会积极

影响工作绩效，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实证检验。同样，Kim 等(2015)也发现主动变革行为有助于促进工作绩

效，且组织任期和主动变革行为能够共同发挥作用，即随着组织任期的增加，主动变革行为对工作绩效

的积极影响将会减弱[19]。 

4. 结论与未来展望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源于自我情绪调节策略，随后发展到人际互动视角——人际情绪调节，最后学

者将人际情绪调节扩展到领导情境，形成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由此，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成为情绪调

节研究的新兴主题。可见，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相关研究仍存在进一步丰富的空间。相较于领导者人

际情绪管理主题的研究，主动变革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尤其在测量和前因方面。本

文对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以及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梳理，总结了变量的内涵、

测量、前因以及影响结果。通过对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以及主动变革行为已有文献的梳理，以期为后续

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借鉴。现有研究围绕上述变量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但通过文献归纳与梳理发现，

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综合前述分析，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进一步完善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概念和测量。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学者从多个视角理解人际情绪管理策略，从而对其内涵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与此同时，还有学者

将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与情绪智力、情绪劳动等概念混淆。对于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内涵以及与其他

相关变量的区别，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厘清。此外，学者大多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开发或改编其他量表

从而对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进行测量。未来研究可以完善相关测量工具，形成稳定、有效的测量量表。 
其次，拓展其他结果变量，以丰富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研究。对于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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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需深入探究。已有研究关注了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对角色外行为的影

响，如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等。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对于其他结果变量的影响，例如员工主动

变革行为。领导者通过实施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否激发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值得进一步分析。 
最后，进一步丰富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中介解释机制。现有文献在验证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对其

结果变量的影响机制时，多从信任态度视角解释，关注了员工的态度变量但较少关注员工的积极情感因

素。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视角拓展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的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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